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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京力＊＊

业师宁可先生 ( 1928—2014 ) 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治学
广博，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等多

＊

＊＊

宁可先生已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仙逝，笔者仅以拙文聊表对先生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意。据
笔者所知，宁可先生所著有关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方面的已出版成果主要有 ( 以发表或出版时间为

序) : 《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历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
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5—156 页; 《史学理论与方法》，
与汪征鲁合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
讨之二》，《河北学刊》2004 年第 6 期，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续编》，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14 页;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 2005 年版等。宁可先生所参与的史学理论学科建设
的实践工作主要有: 1960 年，首次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 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前身) 开设
“历史科学概论”课程; 1962—1964 年，参加编写高校文科教材《历史科学概论》，黎澍主编，同
时参编的还有胡绳武、李时岳; 1978 年以后，每学年为全系研究生开设一个学期的“史学理论研
讨”课程，直至 2003 年 75 岁高龄因病停开。在宁可先生的长期主持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已发展成为具有博硕士学位授权资格的二级学科。关于这些工作与经历可
参见宁可先生的回忆录《流年碎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3—276 页。目前已发
表的有关宁可先生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邹兆辰《宁可先生与史学理论》，载《庆祝宁可
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 页; 龙学文《宁可先生对史学理
论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6 期; 拙文《从治史经验到系统的史学
理论体系的建构———试评宁可先生著〈史学理论研讨讲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 年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80—391 页等。另外，本文的撰写还大量参考了笔者从
1994—2003 年追随宁可先生学习和做助教期间的课堂笔记和录音资料，其中已发表的部分以刊行
版本为据，未刊部分则另加以注明。
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① 仅就其对史学理论的研究而言，

也开始得相当早。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他 35 岁时就积极投身于当时史学
界有关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论战中，成为历史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

之一。② 本文旨在考察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宁可先生对史学理论的学科建
设所作出的贡献，着重从厘清学科范围、建构学科体系和回答重要理论问
题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以期对当前的史学理论研究如何在继承前辈学者的

学术遗产的基础之上有所推进提供些许启示。

一 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

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发展史上，始终伴随着对本学科性质和建构问题的

争论和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集中反映了史学理论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

学科的形成过程，尤其能够直射出史学理论自身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

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在西方产生于 19 世纪后期，是历史学专业化和
职业化需求的产物，其代表作有德国史学家德罗伊森的 《历史知识理论》
( 1868 年) 、伯因汉的 《史学方法论》 ( 1889 年) 和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

瑟诺博司的 《历史研究导论》 ( 1898 年) 等，他们系统地总结了西方传统
史学的学科体系、任务、本质和方法论原则，以及历史知识的基础与形
式。这一类成果中的部分内容为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史学所吸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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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宁可先生的历史研究及其在不同史学领域的创获参见: 郝春文、刘屹《宁可先生的
学术贡献》，《光明日报》2014 年 2 月 26 日; 阎守诚《宁可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首都
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6 期; 孟彦弘《宁可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首都师
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6 期; 郝春文《宁可先生与敦煌学》， 《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6 期; 胡戟《访古考察花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6 期; 刘玉峰《两重性、局限性与中国古代农民的历史命运———评宁可先生关于中国古
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山西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6 期; 邹兆辰《读书一生，
治学一生———访宁可教授》，载《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 对话当代历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1 年版，第 170—196 页; 任士英、刘玉峰《历史学领域的多头并进———宁可先生访谈录》，
《中国文化研究》2012 年第 1 期等。

宁可: 《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历史研究》1963 年第 4 期; 《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
义》，《历史研究》1964 年第 3 期。又分别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第 1—40、41—100 页。据宁可
先生回忆，1963—1964 年报刊上发表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文章多达四十余篇，其中很多是批
评他的观点的，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1965 年才消歇 ( 《宁可学术简历》，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续
篇》，第 254 页) 。有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争史学界已有专门研究，参见蒋大椿《历史主义
与阶级观点研究》 ( 巴蜀书社 1992 年版) 、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次史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高潮期，出现了一批史学理

论性质的专著和论文，体现了中国史学由历史层面转而进入史学层面的发

展趋势。这其中大多数著作的内容是围绕历史观、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结

构、史学史和史学方法展开的。①

中国史学界出现的第二次 “史学理论热”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之

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再次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如宁可先生回忆中

所述: “忽如一夜春风来，历史科学概论就像花朵一样开遍了高校历史系

的田野，各种教材、专著纷纷出版，几乎有二十种。”② 这期间史学界一方

面开始全面反省学科自身的发展道路，包括总结中国史学的丰厚遗产，引

进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诸多成果; 另一方面，又逐步纠正了长期存在的

思想偏差，明晰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

关系，真正确立起史学理论相对专门化的学科范围与界限，奠定了其学科

的基本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宁可先生早在 1984 年发表的 《什么是历史

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一文起到较为重要的作

用③，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 一) 率先区分广义与狭义的史学理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尽管当时的史学界已经出现了建立史学理论学

科的热望和趋势，“但是对于这门学科建设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还不

是搞得很清楚”④。结合当时已出版的史学概论教材，宁可先生将史学理论

的相关讨论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内容: 第一类为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

理论问题，具体包括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与基本规律 ( 历史动

力、社会经济形态、历史评价标准等) ，有关客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 历

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连续性与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必然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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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类著作主要包括李大钊的《史学要论》 ( 1924 年) 、卢绍稷的《史学概要》 ( 1929 年) 、
胡哲敷的《史学概论》 ( 1935 年) 、李则纲的《史学通论》 ( 1935 年) 、杨鸿烈的《史学通论》
( 1939 年) 等。该方面研究参见赵世瑜《20 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作的回顾与评说》，《史学理论研
究》2000 年第 4 期。
宁可: 《流年碎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5 页。
这一部分论述所依据的主要材料除特殊注明外均引自宁可 《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

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历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
邹兆辰: 《读书一生，治学一生———访宁可教授》，《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 对话当代历史

学家》，第 183 页。



偶然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矛盾性与相互作用等) ，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在
某一特定时代或国家的具体应用和理解 ( 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
期延续、农民战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经济结构、封建土地所有
制、资本主义萌芽等) ; 第二类为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与学术史问
题，具体包括探讨历史学本身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 历史学的对象、任务、

特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的层次与结构、历史
学的方法等) ，有关史学史和史学思潮的研究，以及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

育的评论等。

上述所有这些内容大体构成了所谓广义的史学理论大厦，其中第一类

旨在依据客观历史的运动特点形成对历史的普遍性考察，是力求通过客观

历史的现象、表层发掘其内容中深层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可
称之为 “历史理论”，历史唯物论即是一种历史理论。它所要回答的问题
是，客观历史发展的趋势、结构与运动规律等，是一种对客观历史本体的
认识 ( 本体论) ①。

在此基础之上，宁可先生强调指出，虽然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

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民族学等其他
社会科学的交叉关系，以及历史学科内部具体历史领域的研究和理论化之

间的密切关联; 但是即便如此，史学理论也不应是上述诸方面的一个大拼

盘或是一个庞大而无所不包的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讲，史学理论之作为历
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理应具备其专属的概念、范畴、原理和规律，并可以
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因此，狭义的史学理论应仅指有关历史学自身的理
论和方法问题 ( 即上述第二类中的第一部分内容) ，又可称之为 “史学
学”; 它应是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具体历史研究的经验中总结概
括出来，形成理论和方法，对具体历史研究的任务、方向、重点、广度、

深度、高度、方法、科学水平、现实作用等起着指导作用”。

站在今天史学理论学科勃兴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毋庸讳言这

一将史学理论广狭二义的区分，以及进一步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

分，对当代中国史学逐步建立起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及其学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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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参见宁可《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河北学刊》2004 年第
6 期。



位具有较为深远的学术影响，也得到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认同①。

( 二) 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结构中的地位与意义

作为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在整个历史学科结构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及与

其他史学分支学科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史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和

发展方向。对此，宁可先生是从历史学科的总体结构分析入手的。他提

出，如果以认识的对象和目标为标准可以将历史学科区分为两大部类: 第

一部类是以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从其认识的广度与

深度之不同又可分为史料的收集与撰写→历史事实的考证→专门问题的研

究→断代、地区、民族、国别等专史的研究→世界通史的撰写等层次; 第

二部类则是对第一部类得出的历史认识的反思、再认识或者批判，从各个

角度、各个层面总结历史认识的规律和经验，从而为第一部类的未来发展

提供支持或指导，这表现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②。显然，这一对历

史学科结构的划分中突显了两大部类学科之间的密切关联，既看到对客观

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又明示出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也是其学科

自觉意识发展的反映与需要。因而，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可以说是历史学

在总体上走向科学与成熟的标志之一。

而对于同是研究历史学自身的学科———史学史而言，宁可先生认为它

和史学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侧重阐明史学发展的历程，以历史的形式和历

史的方法研究史学思想、观点、流派、体裁、史著、史家等内容，并批判

性地继承史学遗产。相比而言，史学理论则更侧重于研究历史认识的一般

形式及其发展规律，突出采用理论的形式和逻辑的方法探讨历史认识在思

维中发展的一致性，并以史学遗产或史学史的研究作为建构史学理论体系

的资源与材料，这也体现了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方面。

具体到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内容，宁可先生认为它的中心问题是要研

究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认识过程，其中包括审查史家主体是如何认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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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问题当时发表的影响较大的文章还有: 陈启能《历史理
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 年 12 月 3 日; 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
1987 年第 1 期等。

对这个问题思考的起点反映在《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
一》一文中，但更完整的表达则出现在宁可、汪征鲁编著《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2 页。



观历史的、主观的历史认识和客观历史过程的一致性、如何才能科学地反
映客观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特点、规律、方法和检验等。因
此它所要回答的问题 “不是客观历史是什么，而是怎样才能正确地阐明客
观历史，如何发现它的关键性问题、重要的环节、发展的阶段和规律。简
而言之，它不是直接研究历史的规律，而是研究如何探寻历史的规律，也

就是研究历史认识的规律和方法”。

进行这样一种史学理论研究或说建立这样一门学科到底有何意义? 在

现实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并不去涉及或关注史学理论的问题，甚

至有的还刻意回避这些问题，但他们仍然在做自己的专门研究，而且有的

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此宁可先生指出，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思考过这
些问题，脑子中没有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或者 “没有用这些看法来引导、

影响自己的研究”。在当今史学界不乏有人认为史学理论根本就毫无用处，

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也根本不需要去学习这类课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历

史和历史学的看法，是 “一种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看法”。史学理论研
究的目的正是在于 “使我们更自觉地、更正确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
学”①。因此，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我们那种光拉车
不看路的盲从习惯，使我们的历史研究保持一种高度的自觉精神，这恐怕

也是历史学走向成熟的必备条件之一。

( 三) 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国内学术界和史学界还大量存在着将史学理论

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 ( 唯物史观) 的简单化倾向，甚至对于是否有必要建

立史学理论学科也存在争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于当时的史学理论
研究存在的最大 “框框”之一，“就是认为唯物史观既是史学的理论，也
是它的方法论，对史学理论方法论如要进行任何其他的研究，都是对唯物

史观的干扰、破坏或否定，根本不存在建立或研究唯物史观以外的 ‘史学
理论’的问题”②。因此，实际上特别需要在理论和思想上明晰二者之间的
区别与联系。

宁可先生强调指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研究同是以人类社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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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同是以阐明人类社会的结构、关系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基本
任务，但它们在认识特点、实现途径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差别。具体来说，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范围广泛涉及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以社
会科学的普遍认识规律，“对客观历史过程按其本身内在的规律经过思维
加以修正，摆脱了历史的形式及偶然性的干扰，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每一个

要素在它完全成熟而且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把材料的生命

观念地反映出来，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结构”。同时，又在贯彻社会科学
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侧重用逻辑的方法 “从客观历史的具体
运动中抽象出普遍的一般规律”。

相比而言，由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只限定在人类社会的过去，这也就给

历史认识带来了诸多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问题。尤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其一，历史认识多数情形下只能凭借留存的片断性史料 ( 文献、遗
迹、文物、口碑等) ，通过研究者的意识活动尽可能近似地 “去摹写永不
再现的历史”。尽管过去的终结性有利于历史研究摆脱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使研究者可以完整地看到历史事物发展的全过
程，可以由古及今和由今及古地双向研究，但同时也会导致历史与现实之

间联系与区别的错乱理解。其二，历史认识者的意识活动 “主要是在现实
生活中形成的，它要借助于现代人的感受、知识和经验，要运用现代的概
念、范畴、理论和方法”，这既可能是历史认识超越前人的地方，也可能
会形成对历史的曲解。因此，如何使研究者 “立足于现实的基地、现实的
高度”，“又深入到历史中去探索、感受、体验”，从而 “正确地科学地摹
写客观历史”，这是历史认识所需要研究的特殊问题。其三，研究者个人
的主体性因素 ( 阶级立场、世界观、理论、方法、学力、识见、才能、知
识、素养等) 对历史认识也会发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上述这些方面显然
是历史认识领域所独有的因素，“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不可
能多所涉及或不需要多所涉及的，它们正需要由历史科学理论来专门加以

研究”。

除此之外，历史研究还具有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不同的研究途径，它

正是要通过 “如实描写历史发展的真实的具体的过程”，以细节化、偶然
性、多样性、特殊性、曲折性、差异性等异常丰富而深刻的再现，来展示
融合于具体历史过程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因而，具体的历史研究恰恰可
以形成与抽象化、观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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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方法是在贯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中，“侧重历史的方法”，“最
充分地运用历史的形式”，“把材料的生命具体地活生生地再现出来”。

可见，由于历史认识不同于一般认识的特殊性，使史学领域具有自身

特殊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这些是社会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和理论所无法完全

解决的。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方法指导下建设起来的历史
科学理论，是应该也可以同历史唯物主义适当地区别开来的”。而这个区
别主要在于，史学理论应是 “以历史学或历史科学为对象，概括人们认识
客观历史过程中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 它的核心问题不是直接回答客观
历史是什么，而是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 史学理论 “不单单是历史
学，而是 ‘史学学’，如同 ‘科学学’一样。它是历史学的一个方面，它
是历史认识论”①。

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有关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讨论，史学
界逐步达成以下共识: “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
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
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② 从当今多元理论思潮对史学研究影响的态势来看，史学理论与唯物
史观的关系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片面地用唯物史观取代史学理论的学科

建设或者完全忽视唯物史观的学术价值恐怕都是需要摒弃的错误倾向。而
任何其他的理论思潮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可能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明辨

而慎取之。

二 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四大范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史学理论性质的教材与论著中，我

们可以发现多种不同的学科体系建构方式。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一为
“拼盘式”，涵盖中外史学史、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史学学科理论、史学
方法等; 二为 “入门式”，以概述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如何研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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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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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等常识性问题展开; 三为 “方法中心式”，以总结历史学家的技艺和经
验，论述治史方法和史学方法论为中心; 四为 “历史理论式”，以历史唯
物主义或历史发展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主线，以历史本体论为中心; 五

为 “史学学式”，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以历史认识论为核心。

宁可先生所致力于建立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显然属于第五类。他是从
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意识出发，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提出以历史

认识论为核心建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四大范畴: ( 一) 历史本体论，不

是具体研究客观历史的内容，而是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需要认识客观历

史的哪些方面; ( 二) 历史认识论，讲如何认识历史，研究历史认识的特

点、规律及其检验问题; ( 三) 历史价值论，讲如何评价历史，研究历史
价值认识的特点、规律及其检验问题; ( 四) 史学方法论，是从历史认识
的层次、规律探究认识历史的工具、方法与途径。①

在这个体系中的四大理论范畴虽然具有各自的研究中心，但它们之间

却是以历史认识论为核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而言，从本体论与认
识论的关系看，历史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但它必须经过认识论的批判

性洗礼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反过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就会重新发现所

需要认识的历史本体②，同时也会发现正是由于客观历史的某些特点才带

来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③。从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关系看，由于历史认识过
程中的不同阶段或层次④，需要使用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因此史学方

法论是历史认识实施的具体途径和道路⑤。从价值论与认识论的关系看，

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活动应当包括对历史的认知认识 ( 事实判断) 和价值

认识 ( 价值判断) 两个方面，其中前者所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客观历史，

为了 “求真”，这是价值认识的基础和前提; 而后者则要解决如何评价历
史或历史事物有什么用的问题，为了 “求善”，因此对于历史价值认识的
理论研究就构成了历史价值论，它显然是历史认识论的深化和延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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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212—213 页; 另参见附录十四，第 414—430 页。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中未能设专章讨论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第二讲关于认识史料的

手段和对史料的考证方法和历史认识过程的分析中，第 111—188、207—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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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有关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内容的讨
论来看，宁可先生所主张的四大范畴相比较于多数学者所持的三大范

畴①，正是多出了历史价值论的方面。他之所以特别提出历史价值论范畴
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种考虑②: 其一，从 19—20 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
而言，表现出由历史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趋势，其间价值论问题引起

如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新康德主义者的重视，以致后来渐趋成为许多
西方思想家思考的重心所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界在吸收西方价
值哲学思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关价值论的研究，但是争议很大，

研究很不充分③。历史学应该关注、回应、深化理论界的这些新动向，因
为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不仅有事实判断，更充满着价值判断的领域，况且

对历史的评判往往关系到现实的行动与未来的选择。其二，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有关重大历史
问题的评价争论，例如使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评判 20 世纪的革命
与 21 世纪未来发展的价值标准，利用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来评判中国古
史、中国文化与当下社会的发展问题，其中明显表现出某种以脱离历史
的现代价值标准甚或主观臆断来评判历史的倾向④。这就从历史研究的具
体实践中再次提出了历史价值和历史评价问题，急待在理论上加以系统

思考。其三，就历史认识本身的层次与形式而言，认知认识和价值认识
形成了两种既相互区别又密切关联的历史认识⑤，而传统的历史认识论已

经不能完全解决有关历史价值、历史评价、历史预见等价值认识层面的
问题。因而，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范畴深入系统地探讨历史价值领域
所具有的独特属性。

从上述宁可先生力图建立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四大基本范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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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庞卓恒《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该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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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研究 30 年》，《史学理论研究》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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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 4—7 页。
国内史学界有关历史评价问题的研究状况可参见拙著《历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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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拙文《事实与价值的纠葛———试析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 《求是学刊》

2004 年第 1 期。



其内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向的理论和实践。首先，这是基于先生多年的
实证性历史研究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宁可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经济史、

隋唐史、敦煌学等多个学术领域所累积的大量治史经验为他建构史学理
论学科体系和内容奠定了丰厚且坚实的基础，也构成了其作为一名具有

极高理论造诣的经验历史学家之区别于纯粹的理论家、历史哲学家对史
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范式。他经常谦逊地说，自己的这套东西 “算不上
什么 ‘理论’，不如说是若干他人或自己治史经验的汇集，再加一些感
想”。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提出，在他心目中 “理想的史学理论应当是
从大量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概括出来成为有系统的理论，而且能够具备指

导历史研究的作用”。他还举出梁启超的 《中国历史研究法》和马克·布
洛赫的 《历史学家的技艺》为例，说明这是他一直所向往的史学理论研
究的典范之作①。

其次，应该说这一四大范畴体系在整体上承继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
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遗产，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理论

性成果作出了批判性发展。前文已经提到过 1949 年以前出现的一批史学
理论性的研究成果。这里值得再提的是，早在 1941 年民国时期的学者刘
国钧在一篇文章中就曾首次完整地提出过史学理论的基本体系，他时称为

“广义的历史哲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本体论 ( 关于史实的解说) 、

价值论 ( 历史对于今天与未来的关系及其道德伦理意义) 、知识论 ( 认识
论，历史知识如何可能) 、史学方法 ( 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史书撰写的方
法) ②。这一简明的体系内容可以说是对 20 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
设的总结性结论，但可惜的是该体系在当时和其后的几十年中于国内史学

界并没有得到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直至改革开放后的 “史学理论热”才接
续了此前有关史学理论体系内容的研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宁可
先生有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研究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原

则和观点作出了较早的系统思考，这些显然构成了他建构和发展史学理论

体系的基础。

最后，我们还会发现这四大范畴体系尤其突显了历史认识论在史学理

论学科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对西方 20 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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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时代”的到来和分析历史哲学、价值哲学、科学哲学兴起的一种借
鉴和回应。对此后文还将具体论及，兹不赘述。

三 关于史学理论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一) 从认识论的视角看历史本体

对于历史本体论的集中探讨在西方兴起于 18 世纪以来思辨的历史哲
学思潮中，它是关于 “历史的哲学”，区别于分析历史哲学———关于 “历
史学的哲学”①; 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是否有意义及有什么样的意义、

历史发展有无规律及有什么样的规律、历史的动力和目标是什么等; 它
所要建构的中心内容是世界观和历史观。从维科到伏尔泰、从黑格尔到
马克思、从斯宾格勒到雅斯贝斯、从福山到沃勒斯坦，纷纷建立起各个
时代有代表性的宏大历史体系。虽然在 20 世纪中期以来思辨历史哲学一
度为分析历史哲学所压倒，但到世纪末经过认识论的洗礼后它又呈现出

重新起步的迹象②，并且越来越表现为提出对世界和历史的一种普遍理解

或一种宏观视角，这似乎也使得任何 “历史终结”的论调变成海市蜃楼
的幻想。

宁可先生对历史本体论问题的研究结合了自身长期的历史研究实践，

吸纳了多学科理论和史学前沿成果，提出了多种具有启发性的认识历史的

视角。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加以说明。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历史: “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必然也应当是
历史认识的对象。”“但是历史学不是单纯的自然史，而是把自然史作为人
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人类史的角度来看自然史……主体是人类，出
发点是人类社会，落脚点也还是人类社会。”③ 那么，作为人与自然相互关
系的一个方面———地理环境，主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为在总体上尽管
自然界内部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但其中有些变化终究对人类社会的发
展有着相当的影响”。当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自然对人类发展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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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韩震: 《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序言，第 3 页。
陈新主编: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 ( 1967—2002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导论，

第 20 页。
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19 页。



作用也不尽相同。① 这一视角在年鉴学派那里属于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

的历史，是撰写总体史过程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部分。而在当代西方众多

流行的史学派别中则属于环境史、生态史研究的主题，同时也是撰写全球

史的重要途径之一。宁可先生很早就做过有关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专题

研究，先后发表过 《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

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和中国文化》等论著②，在史学界引起很多共鸣。

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认识历史: “个人的活动始终就具有群体的性质，

他是以群体的一员的资格进行活动的。群体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和相互作用，个人的活动就是在这种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下来进行的。”③

依据人们活动的地域、血缘，以及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乃至精

神文化状态，人群又可以划分为不同性质的群体。于是，我们就可以从家

庭史、家族史、民族史、种族史、阶级和阶层的历史、文化史等不同视角

来认识历史。这些也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中众多分支学科的内容。

从区域与全球的关系认识历史: 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是从大大小小的

地区开始，到形成聚落、村镇、城市、民族聚居区、国家等，以至今天世

界历史的格局; 这个过程中人类彼此间从联系很少、各自相对独立地发

展，到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至形成了一个全球的整体。④ 因此，我们的历

史认识也从狭隘的区域史、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日益走向全球性的

世界史，这是当今世界历史编纂学的主题。

从方面、层次、结构与整体的关系认识历史: “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

性还表现在它具有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又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⑤ 这诸

多方面有时就形成了历史中的不同层次，其中有些东西属于浅层、表层
( 暂时的、短期的、偶然性的) ，有些则属于终究会对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

的深层内容 ( 具有本质意义的、长期性的、必然性的) ⑥。从自然、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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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宁可: 《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
同上，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第 117—144 页;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平

准学刊》1984 年第 3 辑，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第 230—255 页; 《地理环境和中国文化》，
《宁可史学论集》，第 336—346 页。另参见宁可先生遗著《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二章“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第 31—58 页。
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22 页。
同上书，第 23—24 页。
同上书，第 25 页。
同上书，第 26—28 页。



群体、区域到方面、层次，历史事物和历史现象之间通过各个环节和中介
生成了若干联系，显现出某种组织性和结构性，而通过一定方式结合起来

的这些因素就构成了一个具有统一性的社会整体。历史中的结构所反映的
是从部分到整体借以构成的有机性，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形式，

而社会整体是区别于生物整体性的复杂系统。① 这里，宁可先生吸收了系
统论和结构主义的相关理论，要求历史认识建立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立

体化模式，以期避免过度碎片化的认识局限，能够从小历史中透视大历史

的脉动。

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认识历史中人的活动: 历史中人的活动似乎多

是理性思维的产物，但实质上也包含不少非理性的成分。 “这里有感情、

心理、灵感、直觉等因素的作用，甚至还有无意识的行为。”“这种非理性
的行为与理性的活动掺杂在一起，使得人的活动更具复杂多变，乃至不可

理解。”历史中非理性的行为有个体性的，也有群体性的，有时甚至会形
成某种巨大的潜在力量。② 因此，历史研究有必要从心理史学或心态史的
角度认识历史，这是剖析人类历史活动特殊的内在动因的重要方面。

( 二) 揭示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对历史认识论的集中探讨在西方主要兴起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以

来形成的批判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思潮中。从狄尔泰、文德尔班到雷蒙·阿
隆、曼德尔鲍姆; 从克罗齐、柯林武德到波普尔、亨佩尔、德雷、沃尔
什，他们的思想从历史本体移开，转而汇聚于历史学的命题———历史知识
如何可能、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的语言和逻辑意义、历史学的方法等。

他们从哲学的高度细密地分析了历史认识的过程、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历
史学建立的基础、历史真理的相对性等，展示出如果不对历史认识的性质
作出相当的反思而奢谈历史的本质是一种无知的妄想。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思想界的出现使得分析的历史哲学随之衰落，甚

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认识论的，但在笔者看来，历史认

识论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仍然在批判中得到更为广泛的思考。后现代主义对
历史学的挑战中，也包含着大量从语言哲学、从知识与权力的理论、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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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51—58 页。
同上书，第 60 页。



美与价值视角进一步深化对历史认识的限度、历史解释的性质、史学类型
与史学性质等问题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叙事与历史表现

理论。

历史认识论问题何以会在 20 世纪中后期受到历史学和哲学的广泛关
注，并且日益成为史学理论学科建构的基本理论范畴①? 这与历史认识自

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中西方史学界过去长期存在着
将历史认识简单化的态度和做法，造成了对历史研究很多偏颇的认识，亟

待反思和批判。宁可先生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结合了大量具体实例，从
认识客体、史料、认识主体、认识过程等多方面揭示了历史认识本身的复
杂性和特殊性，从史学实践的层面有力地纠正了关于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存

在的公式化、简单化的倾向，同时避免了纯哲学式而非历史的研究方式，

大大增加了其理论论述的历史厚度。这里，我们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阐
明他在历史认识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来自历史认识客体Ⅰ ( 客观历史) 方面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其一，客
观历史是一个一去不复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
的客观存在，这使得历史认识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间接认识; 其二，客观

历史本身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但摆在认识主体面前的却是一个业已僵

化、凝固不变的历史，这虽然使得主体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当局者
迷的困惑，并有可能发现历史事物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中所形成的长期历史

效应，但也使得主体在其历史意识与历史想象中出现巨大的反差; 其三，

客观历史是一个难以再现、重演和复制的客观存在，它所呈现的是人有意
识有目的的复杂活动，这使得历史认识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试验性

认识模式，至多也只能是近乎真实的摹写和模拟。②

来自历史认识主体方面的复杂性: 其一，历史认识主体是从其自身现

实的目的和需要出发对客观历史进行有选择性的认识，其认识的基点和出

发点都是对现实的认识，因此主体的认识既不可能穷尽历史的全部，并且

其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也不是单纯地映像，而是一种主客体的交互作用;

其二，历史认识主体是认识中的主导性力量，他是站在今天的高度，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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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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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可参见周祥森 《反映与建构———
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拙文《向历史学特性的回归———历史认识论
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史学月刊》2000 年第 6 期。
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94—100 页。



今天的认识水平、能力和方法等去认识历史的，这使得主体既容易获得比
前人更高明的认识，但也同样容易落入将历史现代化的陷阱，因此历史认

识始终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难题。①

来自历史认识客体Ⅱ ( 史料) 方面的复杂性: 其一，史料本身的残缺
与不完全使它不能全面而完整地反映历史，对史料的认识也并非一次性可

以完成的，其中还存在着双重主体 ( 史料作者与历史认识者) 的特点; 其

二，在实际研究中存在着以不同标准划分的不同类型的史料，它们在历史

认识中具有不同的地位、特点、价值与局限性，主体面临着如何最大限度
地开掘、辨别和以不同手段综合利用它们的问题②; 其三，对文献史料的
考证包括外形和内容两大方面，具体方法有本证 ( 内证) 、外证 ( 他证) 、

参证、旁证、反证、默证、理证、孤证、类证、丐证、证伪等，主体需要
根据不同情况在考证中将它们混合使用; 其四，有一类容易被主体忽略掉

的史料，即 “现实中的历史的东西” ( 具体又包括原生或次生形态、变化
的形态、内蕴的形态三小类) ，它是主体可以直接感知的历史，是存在于
现实中的活的历史，它反映了现实与历史相互交织的状态，主体对它的认

识方式是与一般顺流而下 ( 由古及今) 的方式不同的逆流而上 ( 由今及

古) 的历史认识方式。③

关于历史认识的过程 ( 规律) 问题: 其一，如果从历史认识的形式或

层次来看，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活动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历史的认知认
识和价值认识 ( 即历史评价，内容上又涵盖了客观评价、道德评价、利益
评价) ，因而历史认识中始终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纠葛; 其二，如果从历

史研究的具体操作过程来看，按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逻辑次序，历史
认识活动应包括十个方面———9 个 “W” ( When，Where，Who，Work，
How，What，Why，Worth，Want) + 1 个 “E” ( Effect) ; 其三，如果从历史
认识的整体和全程来看，它可以归结为从历史事实的认识出发→历史经验
的认识→历史规律的认识→规律化历史的深刻再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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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100—104 页。
另参见宁可《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

结合》，《文史哲》2011 年第 6 期。
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104—207 页。
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210—211、212、213 页，附录十四《从事实出发是历史

认识的规律》，第 414—430 页; 参见邹兆辰《读书一生，治学一生———访宁可教授》，《变革时代
的学问人生: 对话当代历史学家》，第 189 页。



总之，历史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新解释
的出现、新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运用，我们的历史认识会得到不断的刷新和
进展。但是另一方面，历史认识在本质上只能是一个不断摹写的过程，
“主观的历史不能与客观的历史绝对符合，正像摹本不能与真本绝对符合
一样”，主观不可能真正地 “克隆”客观， “只能是一个更加接近于真实
的 ‘摹本’”①。

( 三) 提出历史价值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宁可先生一方面结合自己对农民战争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实践②，

同时洞察到国内史学界有关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倾向; 另一方面又从中西

方价值哲学的理论思考中获得启发，初步研讨了历史价值论所涉及的主要

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③

从 1949 年以来国内史学界有关历史评价的具体研究来看，在中古史
领域出现过对亡国之君、暴君、好皇帝与清官、剥削阶级、农民战争、民
族英雄、爱国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经济价值等问题的集中讨
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出现了有关如何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人民群
众的反侵略与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的改良运动、资产
阶级的改革和革命、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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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209、213—214 页。
关于历史评价的基本原则与理论方法的讨论，反映在宁可先生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

研究中。有关历史评价的实践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农民战争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中。
宁可先生发表过的有关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 《对〈正确估价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文的意见》，《光明日报》副刊《史学》第 84 期，1956 年 6 月 7 日; 《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
政权问题》，《新建设》1960 年 10—11 月号合刊，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第 358—378 页; 《关
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光明日报》1960 年 12 月 13 日，又见于《宁可史
学论集》，第 391—397 页; 《有关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60 年 12 月 27
日，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第 379—390 页; 《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 《历史研究》
1961 年第 3 期，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第 577—601 页; 《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觉悟性问
题》，《红旗》杂志 1962 年第 7 期，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第 398—412 页; 《读王仙芝黄巢受
敌诱降、乞降考辨诸文质疑》，《光明日报》副刊《史学》第 242 期，1962 年 7 月 18 日，又见于
《宁可史学论集》，第 602—612 页; 《对农民战争后封建王朝一些政策的分析》，《新建设》1963 年
3 月号，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第 413—439 页。宁可先生发表过的有关历史人物的具体研究
主要有: 《有关岳飞评价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7 年第 5 期，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第
643—657 页; 《关于隋炀帝》 ( 1997 年) ，《宁可史学论集》，第 553—561 页。

参见 1995 年 9 月—1996 年 1 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学位课程，宁可《史学理论研
讨》之一“历史价值论”专题课堂笔记与录音资料。



国共两党的历史作用等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 在外国史研究中，也有关于

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殖民活动的历史评价讨论。从这
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反映出历史价值的多方面性、历史评价标准的
多重性、价值尺度与评价范畴之间的矛盾性、长时与短时效应之间的差异
性、历史与现实价值之间的关联性、历史活动主体的利益多元性、评价主
体的观念意识影响等一系列需要进行理论反思的方面。

以价值哲学理论来分析上述历史评价实践研究的问题，可以发现历史

价值论范畴所应包含的基本概念是历史价值与历史评价。所谓价值是客体
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其本身即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产物，而非一种实

体性的东西; 价值有多种多样，历史价值则是从时间的角度对过去人类活

动所呈现出的价值加以衡量。因而，历史价值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和流变
性，它包融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相互隔膜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
由于主体需要、客观条件和客体属性的变化而不断使价值关系发生着量变
或质变。那么，历史评价即是对历史价值的一种认识，是认识或评价主体
对价值客体是否满足其需要的一种主观性判断。历史评价因采取的角度、

规范、层次、方法、形式不同而有多种类型的区别，其所运用的历史评价
标准也具有从主体利益到客观现实、从理性到非理性、从人类总体到民族
国家、从社会整体到个体等参差不同的等级。而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一方面
在于历史价值和主体需要各自所属的流变性;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价值标准

和评价标准内部的矛盾性与局限性。①

宁可先生提出历史价值论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本体论而言，可以更加

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非线性、偶然性中的必然性，更加深切地了解历史
中的各种选择性和作出历史预见的可能及限度。从认识论而言，可以更加
明晰历史认识的规律、层次与形式，确切了解价值认识与认知认识的不同
对象、功能、目的和方式，从整体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研究。从方法论而
言，历史评价中存在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科学性与合理性、统一性与多样
性、稳定性与流变性、理性与非理性、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局限性与超
越性等多方面的矛盾，都需要具体落实到处理和操作层面上所应遵循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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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著《历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总论部分“历史评价的基本理论范畴研究”，第
25—134 页。



价原则、方法及技术程序。①

( 四) 有关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论辩

对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来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19 世纪以来在西方
学术界就出现过所谓 “科学”与 “艺术”之争，而后既有二元折衷论，到
20 世纪又有社会科学论与人文学科论等观点。② 当代西方史学界就这个问
题仍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并且明显贯注在其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历史

书写中。据当代英国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凯斯·詹金斯和阿伦·穆斯洛在
《历史学性质读本》中的归纳，大体上可分为重构、建构、解构三派。③ 其
中重构派的特征是秉持经验主义传统，以史家技艺和学科规范追求历史的

客观性和真理性; 建构派则批判性地发展了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史学，追

求事实与规律有机结合的历史真理，集中反映了 20 世纪西方新史学的社
会科学化趋势; 解构派是当代西方一系列 “后主义”的产物，力求通过颠
覆现代西方史学的基本体系和原则，突显出历史学的诗性特征，尤其指出

历史叙事的修辞性、历史话语的流动性、历史知识的美学特质等。这三派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于历史学性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在

历史研究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

宁可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显得不十分充分，但却代表了国内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观点。首先，他强调 “历史学能成为科学的前提
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不可更改的历史”。这里，作
者反驳了那种否认历史存在的客观性或认为历史是可以由主观改变的观

点，也反驳了不可知论的观点。其次，宁可先生对国内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期出现的 “历史学两重性论”作出了回应。所谓两重性是指历史学包括两
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 历史学Ⅰ) ，是对史实、史料的认知或认定，这种
认识是客观不变的，具有科学性，属纯科学的范畴; 第二个层次 ( 历史学

Ⅱ) ，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与诠释，包含理性思维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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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拙著《历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第十章“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第
311—373 页。

国外相关研究参见 H. Stuart Hughes，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New York，Evanston，and
London: Harper ＆ Ｒow，Publishers，1964.

Keith Jenkins ＆ Alun Munslow，ed. ，The Nature of History Ｒeader，London: Ｒoutledge，2004，
Introduction，pp. 1 － 18. 另参见拙文《重构、建构与解构之间———从文学形式论史学类型与史学性
质》，《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1 期。



能力所综合而成的历史理性，尤其需要史家将对人文价值的理解、对人性
的探微贯穿于其间。这种认识本质上是主体思想的产物，是思维构造的过
程，并受到史家自身思想的制约，但它却是历史学的生命所系，具有人文

性，属人文学科。因此，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
面。① 宁可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很值得讨论，特别指出: “历史确乎需要理解
和诠释。科学并非只是事实的记录，也需要对事实的理解和诠释。理解和
诠释并非只是 ‘第二层次’的事。认识史料决不只是对史料的收集记录和
排列，同时也需要理解和诠释。”换言之，历史学的性质不是两重而是一
个，事实记录与理解诠释相互兼容，不能依据历史认识是否包含主观的理

解和诠释就人为地将其拦腰斩断、分割成两个非同质性的部分。“问题在
于，史学家的理解和诠释应当朝着符合那个客观的历史的方向努力。”最
后，他还强调说: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求真，他的思想或理论应当是从历
史认识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用以更好地理解和诠释那个真实历史。而且
要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验证，而不是把历史当成自己某种思想的注

脚、例子，按自己思想模板去裁剪的衣料，甚或是增加自己思想味道的
调料。”②

总体而言，宁可先生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论辩主要集中于对历史本身

客观性的强调，对历史学求真目标的强调，对历史认识过程中从事实到规

律的科学认识统一性的强调，以及对规律化历史的摹写的强调。这些观点
对于我们在后现代主义挑战之后再思历史学性质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现

实性。

四 结 语

综上所论，宁可先生对史学理论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较为重要的

学术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史学的理论传统，并且在自
身长期实证性治史经验的积累与升华的过程中，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史

学、分析历史哲学和价值哲学的成果。他始终坚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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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何兆武: 《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 1 期; 《历史学两重性片
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 年第 1 期。
宁可: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第 11—12 页; 《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

讨之二》，《河北学刊》2004 年第 6 期。



下，建立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体系，特别着意建构以历史认识论为核心的

四大理论范畴，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价值论研究的新问题。可以说，宁可
先生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对于近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

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意义的引领作用。

正如有论者已经指出的: “宁可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重
视理论，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引，另一方面也十分

重视史学理论本身的建设”①，因此他 “在理论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
神，一直受到史学界同仁的敬佩”。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宁可先生对于
史学理论的研究是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环
境、学术环境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其中有些内容比较明显地带有那个时
代的烙印。但是 “他对史学理论体系的不断深入探讨，他对历史本身的深
邃思考和见解，他对认识历史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一系列精辟观点，对于

当代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②。

改革开放以来，宁可先生在历史理论方面也进行过多项专题研究，诸

如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与体制特征、中国
封建王朝兴亡周期律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他试图从多个方向上对
唯物史观作出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创造性发展，但限于本文主题与篇幅

只能有待另文加以总结和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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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邹兆辰: 《读书一生，治学一生———访宁可教授》，《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 对话当代历史
学家》，第 171 页。
邹兆辰: 《宁可先生与史学理论》，《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第 4 页。


